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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振铎与“五四”以来的中外文学交流 

 

朱文华 

    

【摘要】本文拟着重探讨郑振铎先生（1898－1958）在“五四”以来长期从事中外文学交流活动中所形成

的三大鲜明个性特点，即：“有计划的介绍”外国文学；把译介对象提升到对其作研究的层次；注重交流的双向

性。 本文进而探讨上述特点所形成的深层的思想原因：当年的郑振铎较之他同时代的新文学家，因坚持独立思

考而可贵地形成了辩证的文化理念，即在坚持文学的一体观（即“文学的全球化”）的同时，保持对于民族文化

的自尊与自信。 

【关键词】 郑振铎 “五四”新文学运动  中外文学交流 

 

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五四”文学革命（或称新文学运动）所带来的中国文学的进步，其主要标志之一，在

于造成了一个自觉的而又有重大成效的中外文学交流的局面，由此促进了中国文学迅速地实现现代转型。在这

一过程中，郑振铎先生（1898-1958）所做的努力与贡献更为突出，更何况他后来又是为崇高的中外文学（文化）

交流事业而以身殉职的。 

本文拟着重探讨郑振铎在长期从事中外文学交流活动中所形成的鲜明的个性特点，以及形成的原因。这是

因为，认识这些问题，对于我们今天在新的历史文化条件下，如何进一步做好中外文学交流的工作，有着切实

的启示意义。 

 

一一一一、、、、““““有计划的介绍有计划的介绍有计划的介绍有计划的介绍””””    

虽然郑振铎对外国文学作品的接触带有偶然性和局部性，——他于１９１７年中学肄业后从故乡来到北京，

次年初考入北京铁路管理学校，因课余常去该校附近的基督教北京青年会的一个小小的图书室读书，才得以接

触一批外国文学作品（包括苏俄文学的英译本），在深感兴趣之后，即着手翻译介绍俄国文学，由此走上中外文

学交流之路。但是由于他敏锐地认识到， “我国介绍欧美文学已有三四十年的历史，却从不曾有过有计划的介

绍，往往都是随手抓到一本便译，或为流行的观念所拘束，往往费了很大的力量只译些二三流的著作”。[1]因

此，当他 1921 年初毕业后以改行任职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为契机而义无返顾地投身“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

就结合自己的职业活动，有意识地积极地对开展中外文学交流工作，并且辨证地做到：一方面尽量地打开窗户，

拓宽渠道，以扩大译介面，另一方面又充分注重这种译介工作的计划性，既力求介绍的全面系统，又特别关注

所译介的作品本身的高水准与高品位。试看郑振铎在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前两个十年间（1917-1937）所做的的几

项重要工作： 

（一）在 1921-1929 年间先后主编或参与编辑文学研究会刊物《文学旬刊》（后曾易名为《文学》和《文学

周报》）期间，充分重视对于世界文学的译介。据有人统计，这一系刊物先后总共译介过外国文学作品 282 篇，

[2]译介面无疑是很广的。 

（二）在 1923-1929 年在接替茅盾主编《小说月报》期间，依据“文学研究会简章”所提出的“研究世界

文学”的旨趣，更是采用多种新鲜活泼的形式译介世界文学。据统计《小说月报》自 1921 年革新以来至 1929

年终刊，共译介了 39 个国家的 304 位作家的作品 804 篇。[3]但重点则在世界文学范围内的那些真正的“名家

名著”，如在中国文学界发生了重大影响的一批“专号”（重要的有“泰戈尔专号”、“拜伦纪念号”、“法国文学

专号”、“安徒生专号”、“罗曼罗兰专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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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 1921-1931 年为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负责编辑出版文学小丛书的工作期间，又有计划地编辑出版了 

“共学社丛书-俄国戏剧集”和“共学社丛书-俄罗斯文学丛书”，而同时编辑出版的“文学周报丛书”、“文学研

究会丛书”和“小说月报丛书”等，也收有多种外国文学（含俄-苏文学）的译本。上述几种丛书中所收的外国

文学（含俄-苏文学）的译本计有近百种之多；这些译本在短时间里的集中出版，既形成了系统性，又突出了重

点（俄-苏文学），由此为适应当时的中国新文学界学习借鉴外国文学（尤其是俄-苏文学）经验的需要而提供了

基本的文献资料。 

（四）在 1926-1927 间年编撰出版的《文学大纲》一书中，对世界文学的介绍更为全面和系统。全书分为

四大卷共四十六章，首章以《世界的古籍》为题作概述，从第二章开始即上溯古希腊罗马文学，以后则按时间

与地区（国家民族）的划分，对世界各主要国家地区（民族）的重要文学遗产分别予以介绍，其中对欧洲十九

世纪文学的伟大成就尤为推崇，末章则论及 20 世纪初的世界文学走向。从内容体例看，该书对于世界文学史上

的著名作家，均作生平简介，而对于各本名著，既有故事梗概的复述，也对之作出简要的评论性意见。这样，

全书不仅富有较浓的文学史色彩，而且还具有世界文学辞书的性质，一册在手，使得当时的中国读者，可以对

世界文学史概况有一个较为全面清晰的了解与认识。 

（五）郑振铎在编撰《文学大纲》时曾产生过编辑《世界文学》（季刊）的设想，“将于五六年之内陆续介

绍三五十种的世界大著进来”。[4]这一计划于 1935 年在他主编大型丛书《世界文库》期间初步得到了落实，到

次年 4 月，《世界文库》总共出版了十二册，外加十五种单行本。在这批精心选择介绍的外国文学作品中，长篇

的世界名著有[西]塞万提斯的《吉珂德先生传》、[俄]果戈理的《死灵魂》（第一卷）、[希]波卢塔的《希腊罗马

伟人传》、[英]C-白朗底的《简爱自传》等；短篇的则有巴尔扎克、司汤达、雨果、霍桑（以上法国）、梭罗古

勃、托斯退夫斯基、高尔基（以上俄-苏）、渥兹华斯、哈代（以上英国）、马克-吐温（美国）和海涅（德国）

等人的诗文。可以说，随着《世界文库》的编辑出版，“五四”以来的译介外国文学的工作被提升到了新的阶段

与水平。 

（六）郑振铎本人的译述外国文学的工作，更有明确的重点，这主要是：俄-苏文学以及印度现代文学。如

在俄-苏文学方面，据笔者统计，他在 1921-1936 年期间，通过翻译作品、撰写作家传记、以及为他人的译著写

序等形式，总共向国人推荐介绍了契珂夫、阿志巴绥夫、安特列夫、克雷洛夫、、梭罗古勃、史拉美克、路卜询、

普希金、托斯退夫斯基、屠格涅夫、奥斯特洛夫斯基、列夫-托尔斯泰以及高尔基等 13 位优秀的苏俄作家作品，

据有关资料，[5]在新文学运动的第一个十年前后（1917—1929-3），被着重译介到中国的俄-苏主要作家计有

21 人，而郑振铎所译介过的上述 13 人均在其列，有的还是为郑振铎所唯一作译介的，如史拉美克的剧作《六

月》。这充分表明，郑振铎的译介确实是有眼光的，也为当时的俄-苏译介工作作出了贡献。另外，为人们所熟

知的是，郑振铎对于印度著名诗人、亚洲的第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泰戈尔作品的译介更是不不遗余力：不仅最

早作译介，而且译介得最多——共选译了 500 余首，并先后辑为《飞鸟集》、《新月集》《泰戈尔诗》等三本集子，

由此产生的积极影响也最显著。 

很显然，这种有计划的译介，包括译介内容对象选择上的点与面的结合，表明郑振铎自觉地从译介外国文

学作品入手而从事中外文学交流，有着深层的文化思考，即从发展中国新文学的实际需要出发，有重点的介绍

具有显著的异质新质的、且可为中国新文学创造所师法的那类外国文学作品。当年郑振铎在谈到为何着重译介

俄-苏文学的原因时指出：“俄罗斯的文学是近代的世界文学的结晶。现在能够把俄国文学介绍来，则我们即可

因所得见世界的、近代的文学真价，而中国新文学的创造，也可以在此建其基础了”，[6] 即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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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把译介工作提升到对之作研究的层次把译介工作提升到对之作研究的层次把译介工作提升到对之作研究的层次把译介工作提升到对之作研究的层次    

中外文化交流史表明，在不同的国家（民族）之间，凡能够切实开展文学交流的，往往并不满足于单纯的

译介工作，只有把这种单纯的译介工作提升到对之作深入研究的层次，方才可以使得文学交流开始产生正当的

文化影响。。 

郑振铎对此也有深切的理解与认识，并付诸实践。因此他十分重视对于译介对象的研究，努力做到把译介

工作建立在对之作精细研究的基础上。唯其如此，他对某些外国文学的译介，事实上体现了当时的中外文学交

流的最高水平，而这对于外国文学经验的参照系在中国新文学界的确立，也具有重大的意义。  

这方面最典型的情况表现在他对俄-苏文学的译介问题上：1920 年初，我国新文学界对俄-苏文学的译介形

成了第一个热潮，虽然郑振铎当时也发表了若干译作，但相比其他人更热中于翻译作品的情形，他则把主要精

力放在对俄-苏文学做整体的基础研究方面，并先后发表《俄罗斯文学底特质与其略史》、《现实主义时代之俄罗

斯文学》、《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集-序》和《俄国文学发达的原因和影响》等重要论文，在国内首次全面、完整、

系统地对俄-苏文学的总风貌与总特点作了深入的分析介绍。以此为基础，稍后郑振铎更是撰写出版了国内第一

本俄-苏文学研究的专著《俄国文学史略》。[7]由此切实地推动了方兴未艾的中俄（苏）文学交流，诚如当年有

人所评论的那样：“此书能用页数不多的本子，将俄国文学的历史上的变迁及其重要作家的风格、思想，有梗概

的叙述。可谓近年来论俄国文学的最好的小册子”。[8] 

另外，关于郑振铎把译介工作提升到对之作研究的层次，由此促使外国文学经验的参照系在中国新文学界

的确立，并且对于“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运动的发展产生积极影响问题，还有一个显著的实例，即：正因为郑

振铎对泰戈尔诗歌的译介，同样建立在对原著的深入研究和深刻理解的基础上，而且在翻译过程中，他还进一

步融入了关于诗歌翻译理论问题的研究探讨，并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见解，如强调成功的文学翻译，“不仅是要译

文能含有原作的所有的意义并表现出同样的风格与态度，并且还要把所有原作中的‘流利’（ease）完全具有。”

[9] 受此影响，当时国内的一批文学青年即纷纷学写泰戈尔式的诗歌，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五四著名新文学家

冰心得以脱颖而出，——据冰心后来回忆说：“那是 1919 年的事了。当时根本就没有想写诗，------后来看了

郑振铎译的泰戈尔的《飞鸟集》，觉得那小诗非常自由。------就学那种自由的写法------”，[10]其结果就是

中国白话新诗名著《繁星》与《春水》两本集子的问世。 

 

三三三三、、、、注重交流的双向性注重交流的双向性注重交流的双向性注重交流的双向性    

近代以来的国际文学交流中，事实上还形成了这样一条历史经验：文化交流的双方本是平等的，理应相互

尊重，相互学习，以达到各自取长补短、融合创新之效。所以，理想的成功的文学交流，不应只是一方对另一

方的单向的“拿来”与引进，而应该是双向的，即双方间你来我往，互通有无。 

应该说，在“五四”以来的中外文学交流中，作为中国的新文学家能够敏锐地意识到这一点并付诸实践的，

郑振铎的表现相对说来是最为突出的。例如： 

在《文学大纲》一书中，他对“世界文学史”的整体把握，明确地屏弃了一般西方学者所服膺的“西方中

心论”，而是对东方国家（地区、民族）的优秀文学遗产（尤其是中国的古代文学的伟大成绩）表现了同样的尊

重和推崇；同理，在编辑《世界文库》丛书时，他本着“努力于表扬真实的名著”[11]的立场，也对中外文学

一视同仁。所以在重视西方文学经典的同时，除了刊发被他誉之为中国文学史上“最可骄傲的两部大著作”[12]

《红楼梦》与《金瓶梅词话》外，还对民族传统文学中的富有特色的东西（如唐宋传奇、元代杂剧、敦煌变文

等，以及《沧浪诗话》等文学批评论著，乃至王梵志的白话诗和无名氏的作品等），也予以大量介绍重刊。 

还值得注意的是，当郑振铎发觉海外学术文化界因种种原因而对中国文学有所不当认识的时候，更是急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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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予以纠正，他还以此为契机，鞭策本人对民族传统文学做更深入的研究，力争以自己的创新的科学研究成果

为中外文学的双向交流作出切实的贡献。 

例如，在上世纪二十年代，郑振铎获读了英国剑桥大学教授翟理斯（Giles，1845-1935）所著的《中国文

学史》（1911 年出版）。在郑振铎看来，这本当时属于英语国家中唯一的一部中国文学史的学术专著，“有地方

未免太误会了，有许多地方并且疏漏得利（厉）害”，而“滥收”和“关于作家及作品的批评的不合理，与事实

上的小错误”等更是比比皆是，“如果任他以讹传讹，则中国文学恐将要受不少的误会了”。[13]因此，郑振铎

在撰文对此公开地予以实事求是的学术批评外，还郑重提出：希望“我们中国人能够做出本英文的《中国文学

史》矫正他的错误，免得说英文而喜欢研究中国文学的人，永远为此不完全的书所误。”[14] 

可惜当时尚无中国学者能够撰写英文本的《中国文学史》，退而求其次，郑振铎又提出：中国学者应先写一

本“比较完备些的中国文学史”专著，其至少做到“（一）文学上的完全知识；（二）中国文学研究的片段的研

究的根据”。[15]然而，多年过去了，直到抗战前后，实际上真正地认真动手来做这一工作的，还是郑振铎本人。

——这就是他在三十年代撰写出版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和《中国俗文学史》，[16]以及相关的几本中国古典

文学的论文集如《中国文学论集》和《佝偻集》等。[17]以上这些论著的发表，很快获得了海内外学术界的好

评，如日本学者长泽规矩评论说：《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一书引用的材料既新鲜又丰富，在观点上又不墨守旧说，

不像王国维那样拘于儒家之见，而是突破了传统的旧套。[18]事实上，直到 1957 年，郑振铎应邀先后赴捷克斯

洛伐克和前苏联讲学，讲学内容还是以他的上述研究成果为主。应该说，至今看来，《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仍是

一部富有学术创新价值的优秀之作。[19] 

由此可见，从“五四”时期到三十年代的中外文学交流活动中，最注重双向交流的，即在积极译介外国文

学的同时，又不忘主动地把中国文学介绍给世界的，郑振铎其实是最杰出的一位。换言之，在这方面，郑振铎

以个人之力而作出的独特贡献，尤其值得我们肯定。 

 

四四四四、、、、两条重要的文化理念两条重要的文化理念两条重要的文化理念两条重要的文化理念    

毛泽东同志在回顾总结“五四”新文学（文化）运动的经验教训的时候曾经指出：当时的人们普遍存在着

思想方法的片面性，即“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

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20]这一点在对待中外文学遗产的问题上，可以说曾经表现得特别明显。然而，

作为同是“五四”一代的新文学家的郑振铎，为什么能够避免这种形而上学，从而主动自觉地坚持开展双向的

中外文学交流的活动呢？ 

这是值得深入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在笔者看来，这是由郑振铎独特的思想文化个性所决定的，换言之，

当年的郑振铎作为一个具有深厚的民族传统文化素养、而又敢于积极追随世界文化潮流、并理性地服膺于以“科

学与民主”为核心价值的近代西方文化的中国知识青年，因坚持独立思考而可贵地形成了两条重要的文化理念。 

一是文学的一体观，即抛弃任何偏见，不搞多重标准，以“纯文学”的眼光审视世界范围内的任何形态的

文学作品及其社会功用，用他的话来说：“文学是人们的情绪与最高思想联合的‘想象’的‘表现’，而它的本

身又是具有永久的艺术的价值与兴趣的”，[21]文学的“使命就是：扩大或深邃人们的同情与慰籍，并提高人们

的精神。------救现代人们的堕落，惟有文学能之。”[22]由此出发，他认为，世界文学在本质上是一体的、互

通的：“文艺是没有国界的。印度人的一首恋歌，被远在冰岛的人民读之，也如出自他们自己之口似的同样受感

动；北欧人作的一篇故事，不同种类不同俗尚的日本人、中国人读之，也如北欧人一般的能了解，能赞美。我

们已在许多世界的名著里，见到我们在我们的名著里所不能见到的美的情绪、沸腾着的热情、现代人的苦闷，

以及伟大的思想。”[23]他还进一步指出：“我们研究文学，我们欣赏文学，，不应该有古今中外之观念，我们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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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空间的或时间的隔限，那末我们将自绝于最弘富的文学的宝库了”，因为“文学是属于人类全体的，文学的

园囿是一座绝大的园囿，园隅一朵花落了，一朵花开了，都是与全个园囿的风光有关系的。”[24]显然，这样的

观念，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其实就是“文学的全球化”。从这样的可贵的文化理念出发，郑振铎以中国学者的

身份而热心于译介优秀的外国文学，就是合乎思想逻辑的了。 

二是对于民族文化传统的价值意义具有科学的认识，从而牢固地形成了民族文化的自尊与自信。郑振铎的

文学兴趣本是从接触本民族传统文学开始的，而他在青壮年时期的职业活动除了一段时间任职文化出版机构外，

又主要是在高校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活动，另外他同时兼有藏书家的文化身份。这就无疑决定

了他对民族文化文学的熟悉了解程度，远高于西方文学素养。在这种情况下，他在热心于把世界上的优秀文学

引进到国内的同时，萌发也把本民族传统文化的优秀部分介绍给世界的想法，就是十分自然的了，何况，他本

人对本民族传统文化随着研究的深入而创见迭出，加上当时的海外学者在描述中国文学传统的著作中出现明显

失误的现象，也就合乎逻辑地刺激了郑振铎在从事中外文学交流的活动中，不仅仅是满足于单向的 “拿来”和

“输入”，而且也勇于充满自信地向世界介绍、输送本民族的优秀文学遗产。例如，说起世界文学范围内的著名

文学家，他总是“荷马、阿斯克洛士、柏拉图、莎士比亚、李白、杜甫、关汉卿诸大家”并提，[25]而说起中

国古代文学史上的成绩，他更是如数家珍般地予以充分的肯定，并且有针对性地指出：我们中国人“如果不以

广大的心胸去接受先民的伟大的成就，便是自绝于阳光灿烂，花木缤纷的文学园地。”[26] 

以上两者的结合，无疑足以解释郑振铎之所以能够主动自觉地开展双向的中外文学交流活动的深层的思想

原因。可以说，也正是在这一方面，显示了郑振铎的区别于“五四”时期的其他新人物的文化思想的光彩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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